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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与程颐在性情论上的分歧 

□胡金旺  [宜宾学院  宜宾  644000] 
 
[摘  要]  苏轼的性情关系论是其道论在人性论上的必然表现。苏轼认为道在现实界是以生生之易

的形式呈现出来，所以只有通过易才能体认到隐藏于其中的道。道与易的关系在人性论上对应于性与情

的关系。与道在易中相一致，性在情中，因此只有将情流露得自然而然以至不自知时才能真正彰显人性、

体现人性。而程颐是用性的道德理性来规范情，对情进行约束与抑制，因而其情就表现为抑制性与道德

理性主义的特点，而忽视了人的情感多方面的需要与价值。 
[关键词]  苏轼；程颐；性情论；性；情 
[中图分类号] I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8105(2012)06-0063-05 
 
在讨论苏轼与程颐的性情论之前，我们必须首

先澄清一个问题，即我们讨论他们的性情关系中的

性、情到底是在什么层面上的性、情，因为苏轼与

程颐的性都有两个层面的含义。就程颐而言，他所

论之性分作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天命之性具有超

验的性质，而气质之性是属于经验的范畴，喜怒哀

乐爱恶欲等七情也是如此。而苏轼的性也包括超验

的本体之性与经验范畴的自然之性，情也有自然之

情和人情之情两层含义。所以，我们在讨论他们的

性情关系时，就要做具体的分殊，指明清楚。这是

在讨论之前必须先交代清楚的问题，以免行文之中

造成头绪不清。 

一、性在他们哲学中的定位 

在苏轼的哲学体系中，其最高哲学范畴为道，

而这个最高本体之道，在他看来是不可见的。他说：

“道之难见也甚于日，而人之未达也，无以异于眇。”
［1］1981在《虔州崇庆禅院新经藏记》中，他写道：“如

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曰‘以无所得故而得’。 
舍利弗得阿罗汉道，亦曰‘以无所得故而得’。……

以吾之所知，推至其所不知，婴儿生而导之言，稍

长而教之书，口必至于忘声而后能言，手必至于忘

笔而后能书，此吾之所知也。口不能忘声，则语言

难于属文，手不能忘笔，则字画难于刻琱。及其相

忘之至也，则形容心术，酬酢万物之变，忽然而不

自知也。自不能者而观之，其神智妙达，不既超然

与如来同乎！故《金刚经》曰：一切贤圣，皆以无

为法，而有差别。以是为技，则技疑神，以是为道，

则道疑圣。古之人与人皆学，而独至于是，其必有

道矣。”
［1］390 

道虽然难以认识、不可言说，但是道的境界是

可以体验到的。如果用物娴熟得自己都忘记了在做

这件事情，即到了一种游刃有余、完全自由的境地，

用苏轼的话讲就是“相忘之至”、“不自知”的“神

智妙达”的境界，则我们就体验到了道的境界。这

个境界的最大特点就是无。所以苏轼用《金刚经》

“皆以无为法”的看法来总结这种境界。但道很显

然又不是无，否则道就是可以认识的了。道的特点

是无，因而要体认道的境界，我们就要做到“无我”、

无心。所以，苏轼说：“得道者无物无我，未得者固

将先我而后物。夫苟得道，则我有余而物自足，岂

固先之耶？”
［1］176～177  

道难以认识和不可见，而与道相关联的易却是

可以认识的，在易以万物的面目呈现以后又是可见

的。苏轼通过对道与易关系的阐述
①
为我们开启了一

扇间接言说道的法门。他说：“相因而有谓之‘生

生’，夫苟不生，则无得无丧，无吉无凶，方是之时，

易存乎其中而人莫见，故谓之道，而不谓之易。有

生有物，……方是之时，道行乎其间而人不知，故

谓之易，而不谓之道。”
［2］362道与易的关系实际上可

以分作两个阶段来认识，即物未生成的阶段和物生

成的阶段。当宇宙空无一物之时，我们可以说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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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空无的，从此时是无的特点与道的特点也是无的

相同来看，所以“谓之道，而不谓之易”。易虽然也

可以表现为无，但是作为生生之易的本质是物质的

转化，因此，它终究要在宇宙中实现其自身显现为

物。于是万物得以产生。万物产生以后，世界总的

特点表现为“有”，与易的特点为“有”相同，所以

此时“谓之易，而不谓之道”。但是两个阶段我们都

可以说通过易来体认道，在未生物阶段是通过“无”

（这个“无”是“有”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与道的

特点“无”不同）来体认无，而在生物以后是通过

有来体认道之特点无。在前者，我们有所谓的静坐

之类来体认道，在后者我们通过我们的所经所历来

体认无。 
道在易中，在万物产生之后，我们只有通过应

生生之易中流转的万物而达到无心的境界才能体认

到易背后隐藏的道。但要达到无心的境界，光凭对

自己有意识的这样做还不够，因为我们想要如此做

到和能如此做到还是两回事。因此，要想做到娴熟

得如鱼得水、自然而然的程度还必须经过在实践中

反复磨练方能实现。所以，苏轼说：“犹器之于手，

不如手之自用，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性至于是，

则谓之命。”
［2］142 

通过易方能体认到道，就人性而言，就是体认到

了性。所以苏轼才说“性至于是，则谓之命”，这个

意义上的性与道都具有超验的性质，都是本体论性质

的概念。前文说到苏轼论性也是从两个层面上来讨论

的，即超验性质的本体之性和经验层面的自然之性。

很显然，苏轼论述的与道处于同一个层次的性是指本

体之性。本体之性与道一样其特点都是无。苏轼从两

种意义上来论性从他的著作来看是非常明了的事，但

是目前学界多是从自然之性来讨论苏轼的人性论，这

就无法揭示出他的人性论的本来面目。 
程颐哲学中，道与天命之性的关系如同苏轼哲

学中的道与本体之性的关系是一样的，也是处在相

同层次的范畴。程颐的最高哲学范畴是天理，也称

之为道。他说：“性即是理。”
［3］204 “又问：‘性如

何？’曰：‘性即理也。所谓理，性是也。’”
［3］209

又说；“称性之道谓之善，道与性一也。”
［3］318道或

者理有四种含义：即天道、物理、性理、义理，其

中性理和义理是他的哲学关注的中心。由于本文主

要是议论性情关系，因此着重讨论与性情相关的性

理这一层含义。对于性理的理解，陈来说：“性理指

人的道德本质，程颐后来提出‘性即理’，认为人性

是禀受的天地之理，后来理学家普遍接受这种看

法。”
［4］ 

二、苏轼的性情论 

上文我们说到苏轼的哲学体系是用道与易的

关系来建构的，而道与易的关系反映在人性论上就

是性与情的关系。由于道是不可言说和难以认识的，

相应地，道在人性上的体现之性也就是不可言说和

难以认识的。苏轼以为要体认道就必须通过表现在

外的易方能实现，所以要体认人性、张扬人性，就

必须通过自然而然地表现人情来做到。苏轼性情关

系论与当时程颐保守的性情论针锋相对。因此，苏

轼的性情论对于那个理学思想还没有占据统治地位

的时代有其特别的意义。再加上苏轼的性情论在学

界的认识还有不尽人意之处，而对程颐性情论的阐

述又较为充分。所以在对苏轼与程颐在性情论上的

分歧进行讨论之前，我们对苏轼性情论的探讨有其

必要性。 
苏轼对人性的认识有着明显的阶段差异，在早

期主要是从自然之性的角度来认识人性的，而在后

期主要是从本体之性的角度来认识人性
②
。苏轼在26

岁那年所作的《扬雄论》中说：“人生而莫不有饥寒

之患，牝牡之欲，今告乎人曰：饥而食，渴而饮，

男女之欲，不出于人之性也，可乎？是天下知其不

可也。……由此观之，则夫善恶者，性之所能之，

而非性之所能有也。”
［1］111 

饮食男女这种人之欲望在苏轼看来也是性，这

个意义上的性就是自然之性。后期苏轼在完成于元

丰四年前后的《苏氏易传》中对性的看法有了新的

发展，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对前期性论的否定，而是

其性的内涵又多了一层意思
［1］1380。这时已年届知

天命的苏轼，已开始从善恶根源的角度探讨人性的

真谛。其所指性是本体之性，从其“性至于是，而

谓之命”来看，也可以谓之性命之性。 
苏轼的性情论中的性有两层含义，所以我们在

讨论其性情关系时，必须清楚苏轼是从性的哪层含

义来讨论性情论，这样才不至于误解他的思想。但

是仅仅对其人性的含义有正确的认识还不够，其实苏

轼对情的认识也有两层含义，一为自然之情，一为人

情之情，而这一点学界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论述
③
。当

然，我们似乎可以互不相干地论述苏轼情的这两层

含义，但是当性情合在一起进行论述的时候，就有

必要将情这两层含义分殊清楚，否则，对其性情论

的阐述就会出现缴绕不通之处。因而对其性情论就

难有一个全面正确的理解。 
从我所要表达的情来看，我们应当将情自然、

真实而不做作地表达出来。而要做到这一点，其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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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就是要克服自我的不足，恢复到本真的状态，而

这就是本体之性的状态，因此与这种情相对应的是

本体之性。从这种情应当表现为自然而然、旷达潇

洒，没有丝毫虚伪和做作来看，这种情可以称之为

自然之情、旷达之情。本体之性的特征是“无”，所

以当这种性发之于情的时候，我们就不能让任何私

念和各种成见影响情的表达。苏轼在《思堂记》中

说：“思虑之贼人也，微而无间。隐者之言，有会于

余心，余行之。且夫不思之乐，不可名也。虚而明，

一而通，安而不懈，不处不静，不饮酒而醉，不闭

目而睡。”
［1］363本体之性应当是澄明无染的，不会有

私心杂念来扰乱自我的心情，因而表现在外也是自

然而然、旷达潇洒。苏轼这种显露在外潇洒自然的

感情在他许多的诗词中都有尽情的表达，尤其在他

的传诵千古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中其旷达之情

彰显得淋漓尽致。 
当然苏轼主张要尽情地表达自己的感情，而不是

抑制自己的感情并不意味着可以随意违反封建礼教。

在那个时代，作为封建士大夫的苏轼不可能提出这种

叛逆的主张，他认为自然而然的表达自我之情与对封

建礼教五常的遵守并不冲突。如果我们的自然之情违

反了五常，则就不是自然之情，而是受到了私念的影

响。所以他说：“夫岂独吾病之，天下之匹夫匹妇，

莫不病之也，苟为病之，则是其势将必至于磬折而百

拜。”
［1］62如果违反了五常，则必然遭到人们的反对，

因而人们就会放弃这种违反了五常的情。 
怎样将情表达得自然而然，当然要使其本体之

性充分地彰显出来，也就是说人不能拘泥于自我的

本性而使本体之性受到遮蔽。这种差别用佛教的话

说，就是不要用假我遮蔽了真我。只有这种真我彰

显出来了，其自然之情才能在根源上得以自然而然

地表达。这是保证自然之情得以畅达的一个方面的

因素，已如上言。另外一点就是苏轼在道与易关系

中所说到的要体认道的境界就要反复地在实践中训

练，直到熟能生巧而达到一个“不知其所以然而然”

的境界。而对于此处的性情关系而言，就是要不断

地在现实中锤炼而能做到自然而然地表达自我之

情，直到这种表达做到了不自知，才可谓体认到了

本体之性。例如在人际关系中锻炼自己的表达能力，

不是想要应付自如就能应付自如，而是要经过锻炼

方能如此。所以，我们说苏轼性情这个方面的关系

是其道与易关系在人性论上的体现。苏轼的哲学体系

的总体构想是通过易来体认道，而道与易的关系反映

在人性论上，就是通过自然之情来体认本体之性。 
苏洵与苏辙都重视“以情为本”或“情本论”

的思想，苏轼也不例外，这一点可谓具有家学渊源。

但这种意义上的情为人情之情，而不是以上所说到

的自然之情的含义。 
苏轼在《中庸论中》中说：“君子之欲诚也，莫

若以明。夫圣人之道，自本而观之，则皆出于人情。

不循其本，而逆观之于其末，则以为圣人有所勉强

力行，而非人情之所乐者，夫如是，则虽欲诚之，

其道无由。”
［1］61他在《东坡书传》中也说：“饮酒，

人情所不免。禁而绝之，虽圣人有所不能。”
［5］这些

看法都是指人的实际需求，是人的自然之性表现在

外的必然反映。所以，苏轼当用“情”来指人的实

际情况时，是针对人的自然之性而言。“以情为本”

说到底就是以人之自然之性为本，表明苏轼非常重

视人之生存之自然需求，而这又往往为封建卫道士

所轻视。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了苏轼性情论思想的

价值。有人以为苏轼是一个具有平民意识的思想家，

从此而言是非常中肯的意见。 
苏轼在《上神宗皇帝书》中反复陈述要顾及众人

之情，只有顺众人之情才能政通人和，他说：“唯商

鞅变法，不顾人言，虽能骤致富强，亦以召怨天下，

使其民知利而不知义，见刑而不见德，虽得天下，旋

踵而失也。……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众而不安，果

敢自用而不危者也。”
［1］730苏轼针对王安石变法告诫

神宗皇帝要顾及大多数人的实际处境，即大多数人的

人情，要关心体贴民情，这样才能长治久安。 
苏轼的情的两个层面的含义虽然都落在了经验

的范围内，但是其内涵的差异是很明显的，因而区分

它们非常有必要。只有做了这样的区分，才能准确把

握他的性情论。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情的两层含义

所针对的对象也是不一样的。将内心的情自然而然地

表达出来通常是针对自我；而要重视民情通常针对的

是全体百姓。前者侧重的是个体及其情感表达，后者

侧重的是群体及其现实需求。有了这样的区分，我们

可以更加清楚地找到情所以要如此的根源，从而更好

地做到表达自然之情、体察人情之情。 

三、苏轼与程颐在性情论上的争锋 

程颐认为天理是至善无恶的，因为“性即理”，

所以人性从本质上讲也具有至善性。他说：“性即理

也，所谓理，性是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

不善。”
［3］292人的恶行主要是由于后天气质之性中含

有的浊气所导致的，气禀清者表现为善行，气禀浊

者表现为恶行。程颐说：“此只是言气质之性。……

此言性者，生之谓性也。”“……生之谓性，论其所

禀也。”
［3］207又说：“才禀于气，气有清浊。禀其清

者为贤，禀其浊者为愚。”
［3］204所以人要杜绝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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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行关键在于抑制自己的浊气。怎样最大限度地抑

制浊气，就等于将天理和至善之性最大程度地外显

出来而不至于被覆盖。程颐也称人之恶为人欲，他

说：“人心私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灭私

欲则天理明矣。”
［3］312 

去人欲的目的是存天理，如果情遵循至善无恶

的天理，则情自然就是合理的。所以去人欲并不是

完全要将情排除在外，而是要将不合理的情排除在

外。二程提出情要“正”的说法就表明他们认可合

理的情，二程说：“……‘故者以利为本’，只是顺

利处为性，若情则须是正也。”
［3］33存天理、去人欲

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程颐的这个衡量情是否合

理性的标准比起苏轼来要简单得多，但是却表现为

僵化、一层不变的特点。因为程颐天理的内容实际

上是封建道德的五常，而五常又是永恒的道德规范，

是固定不变的。 
苏轼、程颐对人性本质规定上的差异导致了对

合理性的情认识的不同，因而在如下三个方面形成

了尖锐对立。第一，程颐的性情论的特点是用道德

理性来规范情。但是人的感情世界是丰富多彩的，

除了要遵循道德理性的要求以外，还有许多其他方

面的需要。如果将人的情感只是限制在道德的领域，

而忽视情感的其他需要，就滑向了以道德理性主义

为纲，用道德主义来观照万物的泥潭。对年轻的皇

帝游园无意中的折枝行为，程颐都用道德的尺度提

出严肃的批评，这种做法遭到人们的反感和厌恨也

是情理之中的事情。而苏轼性情论与程颐最大的不

同就是不仅仅以善恶来认识性情关系。他以为，我

们只有通过对万有包括情的实践而达到了一种不自

知的境界才能体验到性之无的特点，这也就达到了

无心的境界。显然，这种无心并非是什么也不做，

而是要遵循无私念的标准做到应物而无累。因此，

在此标准下的情必然并不是只要遵循一种道德主义

的标准，而是要符合人的多方面情感的需要。我们

只有做到了理性地满足情这些需要而不自知，才可

能做到真正的无心，这才是通过情体认了性。苏轼

重视情感自由畅快表达的满足，性外显为放旷自然

的情，这些都是他的性情论的写照。这种思想与程

颐用道德理性来规范情的旨趣大相径庭。第二，以

道德理性主义为纲，就必然会表现出对仁义道德的

过分信奉与崇拜，甚至会认为进行这些方面的修养

会产生神奇的力量，从而愈加对情进行限制和抑制，

最终成为禁欲主义的忠实信徒。有学者与程颐对话

道：“问：‘至诚可以蹈水火，有此理否？’曰：

‘有。’”
［3］189这种对至诚效果的无限夸大会转化为

对情更严格的压制。程颐还将寿夭与气禀联系在一

起，从而迫使人们沉迷于他的禁欲主义学说。他说：

“更如尧、舜之民，何故仁寿？桀、纣之民，何故鄙

夭？才仁便寿，才鄙便夭。寿夭乃是善恶之气所致。

仁则善气也，所感者亦寿。善气所生，安得不寿？鄙

则恶气也，所感者亦恶。恶气所生，安得不夭？”
［3］224 

第三，程颐好用古礼，这是由于他只是遵循礼

的最严格的规范，而不会随着形式的变化而发生改

变。因此其标准是僵化不变的，表现出保守主义的

特色。而苏轼的情本论是与时俱进的，因此，反对

用古礼，主张礼要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变化。《资治通

鉴后编》谓“程颐在经筵，多用古礼。苏轼谓其不

近人情，深疾之，每加玩侮。方司马光之卒也，明

堂降赦，臣僚称贺讫，两省官欲往奠光，颐不可，

曰：‘子于是日哭则不歌。’坐客有难之者曰：‘孔子

言哭则不歌，不言歌则不哭。’轼曰：‘此乃枉死市

叔孙通所制礼也。’众皆大笑，遂成嫌隙。”
［6］这次

事件使得他们的关系愈加僵化。 
第四，为了更有效地遵循天理的至善性，程颐

提出了“敬”的修养方式。这种对外在行为规范中

规中矩的严格恪守与苏轼主张性情自由洒脱的展现

形成尖锐的冲突，因而苏轼对程颐的“敬”尤为反

感，对之进行了辛辣的嘲讽和抨击。据《二程外书》

记载：“朱公掞（光庭）为御史，端笏正立，严毅不

可犯，班列肃然。苏子瞻语人曰：‘何时打破这敬

字？’”
［3］414苏轼毫不掩饰对程颐、朱光庭等人道貌

岸然的假道学模样的愤恨。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苏轼、程颐在性情论

上的差异根源在于在他们各自的哲学体系中性的内

涵和实现方式不同。苏轼是通过情的多方面理性的

满足来实现性，而程颐是用性的至善性来规范情，

从而使得情打上了道德理性主义的色彩，限制了人

的性情多方面的发展与满足。 

四、结论 

性情论自从隋唐时期佛教思想将性定位静、情

定位染以后，儒家知识分子受此影响，就从善恶的

角度来讨论性情关系。自从李翱提出性善情恶说以

后，儒家学者在讨论性情关系时，大多没有逃脱这

个窠臼。只是到了宋朝的苏氏父子手里始提出情本

论的学说，尤其是在苏轼手里建构起他的哲学体系

以后，才不只是将性情关系限制在善恶的角度来讨

论。从此角度而言，苏轼的性情论在性情论发展史

上有其截断众流的意义。另外，自从孔子提出仁的

学说以后，历代学者总是从道德理性的角度来理解

仁，因而仁作为最高本体和最高人生境界来讲，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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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与道德修养联系在一起，结果就容易将道德理性

当做人性的全部。而苏轼提出性之无的特点是通过

人性的全部发展和满足后人所处的生活状态和生命

境界的，因而，苏轼的性情论从中国文化发展史的

角度讲也是一种对道德主义范式的突破。 
但是哲学学派的影响与这种学派理论的价值往

往不是对应的。虽然程颐的理论看起来有很大程度

上的不合理性，但是理学学派的发展和影响在蜀学

与理学争锋中却逐渐占据了上风，以至取得了官方

意识形态的形式。程颐提出“去人欲、存天理”，而

天理与人欲没有一个客观的界线，在对类似宗教教

义的天理的无限崇拜氛围中，容易将正当的欲望也

视作人欲。而这种特点恰好适合中国古代统治阶级

专制统治的需要，因而使得这种学说上升为统治阶

级的意识形态就是一种必然的趋势。 

注释 

① 对苏轼有关道与易关系的详细论述请参见笔者另一

篇拙文《道在易中：苏轼哲学体系略论》，《中州学刊》2012

年第3期。 

② 对有关苏轼人性二重含义的详细论述请参见拙文《道

在易中：苏轼哲学体系略论》，《中州学刊》2012年第3期。 

③ 学界专门探讨苏轼的人情论的文章有冷成金的《从<

东坡易传>看苏轼的情本论思想》，《福建论坛》（人文社会

科学版）2004年第2期；叶平的《三苏蜀学的“人情为本”

论》，《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但

是这两篇文章都是从苏轼所论之情的人们的“实际处境”来

论述，即是论述人情之情，对其相对于本体之性而显露在外

的自然之情、旷达之情没有进行讨论，因而学界对苏轼的情

的讨论是一方面大加讨论他的自然之情，另一方面又是热烈

讨论他的人情之情，对情的这两层含义进行互不相干式的讨

论，而没有对其进行通盘的考察，因而对苏轼的性情论之情

就难以有一个全面的认识，从而也影响了对其性情论思想的

认识与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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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ushi thought the relation between xing and qing was consistent with that between Tao and 

Changs. Tao is in Changs. We only experience Tao through Changs. Xing and Tao are in the same level. Qing is a 
kind of special appeared form of Changs. So xing is in qing. We only experience xing by expressing qing 
appropriate and unconscious. And Chengyi regulated qing with morality of xing, and constrainted and inhibited it. 
So qing is represented inhibitory and moral rationalist characteristics, ignoring the various needs and value in the 
human e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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